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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智能时代的算法焦虑问题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有关职业媒体人的考察尚且较为欠缺。研究表明，职
业媒体人的算法焦虑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在生产环节，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形成侵蚀；在分发环节，精准传播
对公共性产生消解；在职业层面，媒体人面临显著的合法性危机。其成因可归结为算法黑箱的不透明性、流量至
上逻辑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冲击，以及智能技术对传统工作模式的颠覆。针对这一问题，应当从主流价值引领、算
法设计更新与人机观念持正三个维度，构建“人机协同”的发展路径。将算法焦虑的研究主体从用户延伸至媒体
人，能够有效拓展该议题的研究视野，为媒体人在智能时代的职业转型与价值重塑提供切实可行的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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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ssue of algorithmic anxiety among professional media
practitioners in the intelligent era, examining its manifestations, causes, and coping strategies.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algorithmic anxiety primarily manifests as the erosion of value rationality by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the dissolution of public interest through
precision dissemination in the distribution process, and a legitimacy crisis at the professional level.
The cause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opacity of algorithmic black boxes, the impact of traffic-first logic
on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and the disruption of traditional work patterns by intelligent
technology. In response, this paper proposes a development path for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from three dimensions: mainstream value guidance, algorithmic design updates, and
maintaining a balanced perspective on human-machine relationships. This study extends the
research subject of algorithmic anxiety from users to media professionals, broadening the scope of
this issue and providing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career transformation and value reorientation of
media practitioners in the intelligent era.
Keywords: Algorithmic anxiety; Media professionals; intelligent technology; Human-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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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当下，生成式 AI 与算法技术的迭代已将新闻传播行业推入“算法社会”的深水区。一方

面，AIGC、多模态大模型与实时数据流显著提升了新闻采集、生产与分发的效率；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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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黑箱、深度伪造与流量至上逻辑也加剧了公共价值的稀释，进而引发了普遍的“算法焦虑”
现象。

所谓算法焦虑，可理解为一种对算法不透明、可操控与替代潜能的持续认知-情感紧张。然而，
经文献梳理发现，既有研究多将算法焦虑的主体聚焦于终端用户，忽视了职业媒体人作为“算法
共事者”所经历的深层心理震荡与专业实践挑战。当生成式 AI 与推荐算法深度耦合，新闻生产
链条被重新切割——信息采集智能化、内容创作模板化、分发匹配精准化——传统新闻业的运作
逻辑与职业权威正面临根本性质疑。

因此，本文将职业媒体人（指在新闻机构中直接参与内容策划、采集、写作、编辑、审核、
分发等核心业务流程的专业从业者）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系统考察其算法焦虑的表现纬度与影响
因素，并提出应对策略，以期拓展以往的研究视野，并为媒体人在智能媒介时代安身立命寻找新
的确定性。

1. 追根溯源：算法焦虑的概念界定
何相较于两个更常见的概念：技术焦虑和信息焦虑，算法焦虑具有其独特性。技术焦虑是指

人们面临新的媒介技术时产生的紧张、挫败和烦躁的心理情感，是针对某种特定技术的恐惧。信
息焦虑关注的是信息的数量和质量，是由信息过载带来的负面情绪。而算法焦虑是针对算法所带
来的整体影响和潜在后果的担忧，关注信息的整体生产与分发过程，主要源于算法技术的不正当
使用。

算法焦虑这一概念在学界尚未形成清晰而统一的认识。有学者将其定义为用户在与算法技术
互动中表现出来的紧张、不安、忧虑等情绪反应甚至是回避行为[1]。有学者通过批判性反思，总
结出了用户在算法焦虑中的四种表现，即信息安全焦虑、信息质量焦虑、信息获得焦虑、信息沉
迷焦虑[2]。另有学者通过量化研究验证了隐私关注、感知侵扰、感知威胁和系统功能过载会引发
用户的算法焦虑情感[3]。这些研究成果都在不同程度上拓展了该领域的研究，但无一例外地以用
户为主体视角，并未将专业媒体人纳入研究视野。事实上，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既有的
国内外研究大多都将算法焦虑的主体限定在用户，忽略了媒体人作为算法的主要接触者之一，更
会产生深层的心理震荡。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同为算法的接触者，职业媒体人与普通用户的算法焦虑存在本质差异。
普通用户主要作为算法的“接受者”，其焦虑多源于算法对信息环境的塑造（如信息茧房、隐私
泄露、内容操纵等）所带来的个体认知窄化、决策干扰及失控危机。而职业媒体人则扮演着算法
的“协同者”或“操作者”角色，在算法主导的内容推荐、数据解析、以及受众精准定位等关键
环节，媒体人不仅需要承受技术适应的紧迫感，更可能对算法的伦理维度、职业自主性受损、以
及工作流程的颠覆性变革感到深刻的焦虑。这种“操作者焦虑”源于媒体人在专业实践中与算法
系统进行的直接、频繁且具有权力张力的互动，其体验更深刻，影响更直接关乎职业存续。

算法焦虑作为数字时代的新型社会心理现象，其内涵随着技术迭代持续演进。本研究在整合
“技术焦虑”和“信息焦虑”理论基础上，结合新闻传播领域的特定情境，将职媒体人的算法焦
虑定义为：在新闻内容生产、分发及职业实践过程中，媒体从业者因算法技术的深度介入而产生
的对技术伦理困境、专业自主性减弱、职业价值危机的持续性担忧、抵触、无力感等负面心理状
态及相关的回避或适应行为。

2. 抽丝剥茧：媒体人算法焦虑的表现与成因
2.1. 生产焦虑：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博弈
工具理性理论的源头是马克思·韦伯。他以“合理性”（理性）概念作为出发点，把现代西方

社会的发展看成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理性的稳步增长，因此合理性在他的理论中起了核心作用[4]。
韦伯在谈到社会行为时提出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两种指导标准，前者是实用与功利的代表，期
望根据其对效率、效果的判断，选择一定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注重结果的意义；后者作为
专业主义和社会责任意识的代表，将手段作为自觉思考的对象，其目的被赋予了信奉的特殊意义，
始终如一、有计划地以理想与价值为取向[5]。当下，如何将算法应用于新闻业的生产实践活动，
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了二者的矛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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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球经济时代，媒体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信息的点击量和关注度成为媒体追求的目标。在
此情况下，算法成为了符合目的合理性的载体。在内容生产环节，它不仅能自动算出时下热点信
息的内容、关键词、表述结构，甚至可以指导媒体如何创作出能成为热点的信息；在内容分发环
节，算法设计者可以通过调整目标权重改变特定内容投送的概率，从而提高用户点击量。由此，
我们可以得知，在许多商业媒体的应用场景中，算法设计远非绝对中立的技术过程，其程序逻辑
往往深刻内嵌了提升用户参与度与粘性的商业目标。这种设计偏向，本质上反映了设计者及其所
属组织的特定价值观念与结构性意识形态，使得算法成为一套承载并执行其商业策略的技术工
具。

然而，当媒体过度依赖算法的工具理性，新闻内容的生产与分发便可能异化为追求权力和利
润的手段，从而偏离了新闻应有的公共性原则。在商业利益驱动下，一些媒体为赚取流量，倾向
于制作泛娱乐化的、庸俗猎奇的新闻，并在算法设计中加大此类内容的推送权重。这也许在一定
程度上增强了用户黏性，带来经济效益。但若长此以往，娱乐变得社会化，公众在被污染的信息
环境中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陷入到“黄色新闻潮”的狂欢中，渐渐丧失否定性、创造性和批判
性，成为马尔库塞笔下“单向度的人”[6]。

当媒体被算法逻辑蛊惑，忽略了价值理性中那些义务、尊严、美、宗教训示、孝顺等人类信
念，沉浸在一种虚假的自我满足中，传统新闻业所恪守的专业主义基石——如学者舒德森所强调
的公共服务、客观性、透明性、自治性、专业伦理以及对独特专业技能的信奉——也会遭到严重
侵蚀[7]。算法驱动的流量至上原则，直接冲击了新闻专业主义“公共服务”的内核，侵蚀了编辑
记者基于专业判断的自主性，并可能模糊甚至颠覆业已建立的专业伦理标准。在此情况下，传统
媒体所建构的主流价值观、坚守的新闻理想就被消解了。

因此，如何平衡算法逻辑下的“流量收割”与“价值内嵌”，是职业新闻人焦虑的源头之一。

2.2. 分发焦虑：个人日报与信息茧房的博弈
算法技术在优化信息分发流程、提升边缘内容可见度以及深入解析用户偏好方面，展现出无

与伦比的效能。通过大数据的精细化分析，算法可以显著降低信息传递的不确定性，实现信息传
递的定制化。通过对每一位用户进行精确的数据处理，符合个人特征的信息流定制服务被成功塑
造，最终使尼葛洛庞帝预言的精准化“个人日报”成为现实。

然而，精准传播也意味着信息偶遇机制的缺失。精准的算法投喂机制阻断拦截了多元化的信
息流，为用户构建高度个性化的信息环境，其结果便是学者桑斯坦所描述的“信息茧房”现象—
—个体日益被同质化的信息所包围[8]。更进一步分析其内在机制，这种个性化算法实质上充当了
一个无形的筛选器（正如帕里泽提出的“过滤气泡”概念所揭示的那样），它倾向于主动过滤掉
与用户既有立场、观点相异的信息，从而形成一道信息过滤屏障[7]。如果长期处于这种算法塑造
的“回音室”里，个体反复接触的仅是自身已有认可度的信息和意见。这不仅导致视野趋向单一
和狭隘，更可能固化原有的认知框架，甚至强化对特定社会阶层的刻板印象与偏见[8]。

对于媒体人而言，这种分发机制不仅加剧了社会认知的分裂，更意味着其生产的具有公共价
值但可能不符合个体用户短期偏好的严肃新闻、调查报道、多元观点等内容，被算法系统性地边
缘化，难以有效抵达目标受众，从而削弱了媒体履行“促进公共讨论”的核心社会功能。路透社
新闻研究院《2024 Digital News Report》指出，全球 28 国受访编辑中，61%认为“算法推荐
导致公共事务报道触达率下降”，其中中国编辑比例高达 68%（N=312）1。该报告直接印证了媒
体人对于算法分发机制的普遍担忧。

综上所述，如何揭示当代信息传播秩序的内在矛盾，如何寻求更加公正、透明的传播机制，
使算法分发机制更好地服务于人类仍是亟待解决的难题，催生媒体人的焦虑。

2.3. 职业焦虑：媒体人工作的合法性危机
诚如上文所言，以算法为代表的智能媒介技术能够以高效率，精准化，多模态形式完成相当

一部分新闻工作，媒体从业人员作为该领域的先行者，相较于一般大众，更早地体验到了智能技

1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Digital News Report 2024, (Oxford: University of
Oxford,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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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所带来的冲击。随着智能技术的介入，大量基础性、程序化的信息传播任务逐渐被自动化系统
所替代。写作方面，美联社自 2014 年起使用 Automated Insights 的 Wordsmith 平台自动生
成企业财报和体育赛事报道，数量达到每年数千篇；腾讯的Dream writer、新华社的“快笔小
新”等国内 AI 写作工具也广泛用于财经、体育资讯的快速生成。主播方面，新华社的“AI 合成
主播”、央视网的小 C、澎湃新闻的“小菲”等虚拟主播/主持人已投入新闻播报实践。虽然目前
主要承担标准化播报和简单互动，但其逼真度和应用场景的扩展（如 24 小时不间断播报、多语
种播报）引发了从业者对播音主持岗位未来需求的担忧。

那些仅依赖于信息搬运和简单堆砌的媒体，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失去优势，面临淘汰。与此同
时，新闻行业催生了新的职业角色，新闻生产流程经历了重构，创新的新闻产品得以产生，这些
变革推动了内容生产领域的格局发生根本性转变。

在这样的背景下，职业新闻人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其职业行为所依循的合法边界正逐
步瓦解，其作为“把关人”和专业信息阐释者的传统权威受到严峻挑战。2024 年，牛津大学路
透新闻研究院发表了一份名为《Journalism, media and technology trends and predictions
2024》的战略样本报告，来自 56 个国家和地区的 314 名数字领导者（包括总编、数字出版总监、
新闻产品经理等）参加了这份工作。在调查中，只有一半（4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未来一年
的新闻业前景充满信心，大约四成（41%）的人不确定，十分之一（12%）的人表示不太自信。
可见，这场由技术驱动的行业变革引发了媒体人在时代转折点上对职业前景的深刻忧思。

迈克尔·舒德森指出，新闻专业主义的合法性部分源于其对社会事件的专业判断和基于规范的
运作独立性[9]。当算法接管了越来越多的信息筛选、价值判断、甚至内容生成任务时，媒体人独
有的专业判断空间被压缩，其运作独立性受到算法逻辑和平台规则的强力制约，导致专业媒体所
秉持的传统新闻权威存在被进一步削弱。

媒体人面临的核心拷问是：如何在接纳创新型技术的同时维护职业生存空间？如何在发挥技
术优势的同时坚守新闻专业性？如何平衡人与机器的角色关系？以上种种问题的核心都是媒体
人在利用机器的同时，如何不被机器淘汰？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媒体人付出时间和代价。未来
发展方向和前途的未知使得媒体人陷入恐慌与焦虑之中。

3. 纾困之路：媒体人算法焦虑的应对策略
3.1. 价值引领：技术理性与人文理性并重
与现代社会工具理性的发展与价值理性的衰落所带来的问题被称为“韦伯难题”。如何实现

二者的平衡？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也许能带给我们一些启发。他认为，工具理性体现了交往
者对于客观世界而不是社会世界和自我世界的一种态度，是在社会系统中产生影响的。工具理性
是交往理性的一个不可替代的环节，要让它回到其合法范围内——用以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用
以提高社会行动的效率[10]。

在交往理性的指导下，我们可以提出如下建议。
一方面，媒体、平台、政府、公众等多方主体应协同进行算法优化。第一，
在完成对算法的道德评估并综合考量多元社会利益诉求后，要求算法工程师将对道德准则的

理解根植算法设计过程之中，通过“道德铭刻”实践，将公认的社会伦理规范与价值观念融入算
法核心。第二，风险评估体系也应纳入算法设计之中。在最小伤害原则的指导下，平台应对算法
风险进行日常的实时监测与预防。第三，加强传统把关人对内容的鉴别与筛查，特别是对于一些
重要稿件，通过人工复核的方式辅助算法实现新闻价值的回归。

另一方面，规制的泛化可能导致创新活力的衰退，进而抑制技术发展的潜力，因此相关部门
在设计规制时不能“因噎废食”，同样需要为优质算法创新提供必要的政策和资金支持，鼓励技
术人员开发更具社会价值和商业潜力的算法程序，也激励技术开发者在算法设计中追求高标准和
伦理责任。

综上所述，在当前的数字媒介时代，技术的规制与创新之间的平衡至关重要。只有通过合理
的引导，才能在保护社会利益的同时，激发技术创新的活力，促进算法技术的良性发展。

3.2. 设计更新：个性化推荐与信息多样性的平衡

-82-



人文学刊 · 文学与新传 第四期第 1卷

www.shiharr.com

算法设计师在进行程序设定时，需要着重考虑几对矛盾的平衡。偶然与必然，习惯与奇遇，
悦耳与刺耳。除了迎合个体的阅读偏好，让用户处于自身“舒适圈”中，也需要提供一些惯性之
外的信息，帮助用户打破信息茧房。

第一，建立多指标推荐系统。除了社交关系、浏览记录、内容热度等常规兴趣指标外，算法
工程师可以按照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在算法模型中加入用户评价反馈、内容专业品质、内容来源
规范等质量指标，优化算法推荐权重配比[11]。例如，音乐流媒体平台 Spotify 通过其“Discover
Weekly”功能，每周为用户提供一份个性化的音乐推荐列表，而除了传统的兴趣指标外，如社
交网络连接、浏览历史和内容受欢迎程度，Spotify 还考虑到了歌曲的情感属性、艺术家的背景
信息等因素，进一步丰富了推荐的内容多样性。通过向用户呈现经过严密加权运算得出的结果，
用户可以挖掘到更多有价值的、新颖的信息，接触更开阔广泛的世界，了解真实世界的多面性。

第二，优化频道栏目分管机制。对于平台软件顶部的栏目设置，除了根据地域、流行度、兴
趣等划分的栏目，添加重点要闻、随机推荐、关注置顶等频道区域。例如今日头条在其首页设置
了多个频道，包括但不限于时事新闻、科技资讯、生活小贴士等，并且会根据用户的阅读行为动
态调整各频道的显示顺序，这不仅可以改善信息同质化、娱乐化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
算法披露，增强了算法的可解释性，从而提高用户对算法的理解程度。

第三，加强用户自主选择功能。算法设计无法避免一定程度上的人工干预，与其代替用户做
选择，不如尊重用户的主体性，将信息选择的权利交还给用户。平台和算法工程师可以设计弹窗
或者相应板块让用户选择是否需要算法决策、对算法推荐内容有何不满及建议。通过用户的选择，
平台应不断调整算法参数，以优化用户的阅读体验。

总而言之，算法设计师在设定程序时，应在在不同的矛盾关系中寻求动态平衡，以构建出一
个既能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又能促进信息多样性和深度的推荐系统。这不仅有助于促进用户认
知的多元化，提升用户的媒介素养，也为更广泛的社会传播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3.3. 观念持正：人机协同而非机进人退

媒体人须明确，智能技术与人类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正如海德格尔
所言，技术是时代的座驾，然而能驾驭技术从而影响时代进程的，永远是具有主体意识的人。

算法虽然具有拓展信息采集能力、自动化生产、洞察用户需求以及精准预测未来等方面的突
出优势，但也存在着算法黑箱、算法偏见、算法歧视等问题。更重要的是，算法没有情感，没有
办法像人类一般对思想文化、历史背景和社会语境进行深刻的共情与理解。冰冷的数据搜集不能
代替有温度的感官捕捉，客观准确的判断依据也不能代替主观鲜活的认识评价。在很多时候，饱
含情感的人的观点才是一篇新闻作品中的灵韵，也只有人类才能提出真正符合社会历史环境的、
富有洞见性和针对性的观点。

实际上，在新闻生产与传播的各个层面，人与机器都各有优势和局限。对人而言，机器是延
伸自我的一种工具，同时也是认知自我的一种手段。彭兰教授还提出：“人机协同的过程，是人
与机器相互学习、相互增强的过程，其理想的结果，是人与机器的共同进化。但机器的进化，不
应该以对人的核心价值与能力的削弱为代价”[12]。

“提示工程师”的出现或许给新闻人的职业转型指明了方向。随着传播生态中的主体日益多
元化，新闻业的传统边界正趋向于模糊。然而，这种边界的消融并不意味着新闻工作者职业价值
的终结，反而对其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而呼唤新闻专业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回归[13]。新
形势下“提示工程师”作为一种全新的职业应运而生，能够凭借高质量的提示词帮助智能技术挖
掘出意想不到的潜能，改写新闻业的游戏规则。

智能技术浪潮之下，媒体人应认清自己的独特优势，培育智能媒介素养，在拥抱新技术的同
时坚守人文价值，在与机器的新关系中做出合适的角色调适或转换，以实现更高层次的信息传播
与社会服务。

4. 结语
生成式 AI 的指数级迭代已将媒体人推至“与算法共舞”的历史拐点。焦虑本身并非终点，

而是专业主义重建的起点。面对这一由技术革新引发的信息传播新图景，新闻传播学者及从业者
若仅停留于对“算法焦虑”的情绪性反应，无疑将错失主动把握未来传播格局的良机。只有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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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这场智能传播的新风暴，致力于探索算法技术与人文价值深度融合的路径，才能重新界定并
拓展传播的新疆域，帮助我们在信息洪流中安身立命，寻得新的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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